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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梳理了国际海底管理局勘探合同、开发规章谈判进展及主要国家政策分歧，认为深海采矿规则争议集中于环境保护、
收益分配、监管责任与商业化可行性。 中国已形成较完整的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布局和深海开发技术基础，但仍面临深海采矿规则

不确定、环境压力和商业化约束。 中国应积极参与深海采矿国际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合作，统筹资源安全、生态保护，尽快实现深海

矿产资源商业化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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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刻影响下，全
球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各国围绕

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稳定供给、技术优势和产业链主导

权的竞争不断加剧［１］。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迅速发展抬高了战略性矿产需求［２］。 大国博弈以及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供应链脆弱

性，推进深海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不仅是拓展

战略性矿产供给渠道、增强资源保障能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升国家长期竞争优势

的重要战略选择［３⁃６］。
目前，深海采矿已由国际海洋法秩序中的资源开

发问题逐步演化为全球资源治理、海洋生态安全与国

际规则塑造相互交叠的重要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明确规定，国家管辖范围之外

的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确立为“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其开发活动应在国际海底管理局框架下进行统

一管 理［７］。 当 前， 国 际 海 底 管 理 局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ＳＡ）逐步构建起以《公约》及《关于

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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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协定》）为核心法律依据

的深海矿产资源全球治理制度体系，但商业开发规章

仍处于谈判之中，环境基线、损害责任、收益分配、技术

标准与发展中国家权益保障等问题仍存在显著分

歧［８］。 基于此，深海采矿国际规则实质上是围绕资源

获取权、环境治理权和制度塑造权展开的多维度国际

治理博弈。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坚持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原则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统筹资源

安全、生态保护、国际制度参与和深海科技能力建设，
已成为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

问题。

１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形势

１．１　 深海矿产资源类型及战略价值

深海中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天然气水合物、多
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稀土等战略性资

源，资源潜力巨大，其中富含的钴、锰、镍等稀有金属资

源储量远超陆地［９］。 除油气资源外，其他战略性资源

尚处于勘探和开发技术前期准备阶段。 深海多金属结

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稀土等战略性资源勘探

程度低、成矿规律认识不清；深海战略性金属的采矿、

集矿、扬矿、选矿以及水下作业系统等技术装备需要尽

快突破；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平台系统结构复杂、庞大，
易受台风、大浪、海流等恶劣海洋动力环境的影响，安
全运行保障技术有待进一步加强。 成矿机理认识、资
源精细勘查、资源量精确评估、绿色高效开发技术等是

未来深海战略性资源勘探开发需要重点攻关突破的

方向。
多种能源及战略性矿产资源在深海中的含量是其

陆地品位的数十倍、数百倍或更高，深海是未来满足战

略性资源需求的重要接替区［１０］。 深海多金属结核富

含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富集于 ３ ０００ ～ ６ ５００ ｍ 水深的

深海平原，资源量约为陆地储量的几十至几百倍［１１］；
多金属硫化物是有望最先实现商业化开采的深海矿

产，其主要赋存于 １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ｍ 水深的洋中脊和弧

后海盆［１２⁃１４］；富钴结壳中钴含量为（４ ～ ８）亿 ｔ，富集于

８００～２ ５００ ｍ 水深的海底［１０］；相较于其他深海矿产资

源，深海稀土的调查研究起步较晚，但资源开发潜力巨

大［１５］。 表 １ 展示了主要战略性金属的深海资源来源、
典型深海矿床供应量，表中 ＣＣＺ 和 ＰＣＺ 是当前国际上

最受关注、资源勘探和开发活动最集中的两大深海战

略性矿产区块。

表 １　 主要战略性金属的深海资源来源、典型深海矿床供应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ｋｅ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金属 用途 深海资源来源
２０５０ 年低碳
技术发展预计
需求量 ／ 万 ｔ

ＣＣＺ 潜在
供应量 ／

万 ｔ

ＰＣＺ 潜在
供应量 ／

万 ｔ

海底块状
硫化物供应量 ／

万 ｔ

铜
动力电池连接件、电动车电机绕组、充电桩导
体、风电设备线圈、光伏导线、５Ｇ 基站散热
器、半导体封装材料

热液喷口的多金属硫化物；
深海平原上的多金属结核

１３７．８ ２２ ６００ｅ ７４０ ２ １６０

钴
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高温合金、航空发动机
叶片、硬质合金、磁性材料

海山上的富钴结壳；
深海平原上的多金属结核

６４．４ ４ ４００ ５ ０００ Ｎ ／ Ａ

锌
镀锌钢材、锌空气电池、锌基储能电池、防腐
材料、电子元器件镀层

热液喷口的多金属硫化物 Ｎ ／ Ａ Ｎ ／ Ａ Ｎ ／ Ａ ４ ７４０

锰
动力电池正极材料、高强钢、储能电池、电子
磁性材料

海山上的富钴结壳；深海平
原上的多金属结核

６９．４ ５９２ ２００ １７１ ４００ Ｎ ／ Ａ

银
光伏银浆（太阳能电池导电电极）、５Ｇ 电子元
件、高端触点材料、柔性电子、抗菌医疗材料

热液喷口的多金属硫化物 １．５ Ｎ ／ Ａ Ｎ ／ Ａ ６．９

金
半导体芯片、高可靠连接器、航天电子器件、
生物传感器、纳米医疗材料

热液喷口的多金属硫化物 Ｎ ／ Ａ Ｎ ／ Ａ Ｎ ／ Ａ ０．１０２

锂
动力锂电池、储能电池、电网储能系统、消费
电子电池、轻质合金

海山上的富钴结壳；海洋沉
积物

４１．５ ２８０ ２ Ｎ ／ Ａ

镍
三元锂电池正极（高镍材料）、不锈钢、高温合
金、氢能装备、电池集流体

海山上的富钴结壳；深海平
原上的多金属结核

２２６．８ ２７ ０００ｅ ３ ２００ Ｎ ／ Ａ

注：ＣＣＺ 指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ＰＣＺ 指秘鲁盆地多金属结核区。 需求量是指到 ２０５０ 年新能源低碳技术所需的资源量；潜在供应量是指目前技

术水平下典型区块的资源量估值；ｅ 为预测供应量；Ｎ ／ Ａ 表示暂无数据。

　 　 深海矿产资源商业化前景广阔，各国为抢占先机，
积极布局谋划区域深海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在当前大

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大幅升级的国际环境下，深海

战略性矿产将成为新一轮战略争夺的焦点。
１．２　 全球深海采矿勘探与商业化进展

随着深海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预期不断增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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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海底权益配置逐渐成为各国海洋战略布局的重要内

容。 各国围绕国际海底矿区勘探资格、未来开发优先权

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展开积极部署。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ＩＳＡ 已核准 ３２ 份勘探工作计划，涉及 ２１ 个国家

的 ２２ 个 承 包 者， 覆 盖 国 际 海 底 区 域 面 积 约 为

１４８ 万 ｋｍ２。在已获核准的勘探工作计划中，３０ 份勘探

合同仍处于有效状态，占比约 ９４％。 从合同效力状态

看，多数勘探合同仍处于首次合同期内，约 １ ／ ４ 的合同

在原期限届满后签署了延期协议。 其中，德国的多金

属结核勘探合同处于首次延期阶段，而 ７ 个先驱投资

者的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已进入第二次延期阶段。 另

有印度政府于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获准 １ 块多金属硫化物勘

探矿区，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正式签订勘探合同；巴西富

钴结壳勘探合同则自 ２０２２ 年起已终止，相关方仍在就

原合同有效期内的履约责任进行协商处理。
各国 ／组织持有的国际海底矿区数量［１６］如图 １ 所

示。 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合同的配置在国家之间呈现明

显的不均衡特征，矿区数量与矿区面积均集中在少数

国家。 从矿区数量看，发达国家持有的矿区约占

５０％，发展中国家持有的矿区约占 ４７％，另有约 ３％的

矿区由保加利亚等 ６ 国共同担保的国际海洋金属联合

组织持有。 俄罗斯和韩国在深海采矿领域积极布局，
各持有３ 块国际海底资源矿区。 近年来，印度申请国

际海底矿区的意愿明显增强，其已获核准的 ３ 块矿区

均位于印度洋，并且是目前唯一拥有 ２ 块多金属硫化

物勘探矿区的国家［１７］。 英国持有 ２ 块多金属结核矿

区，其矿区面积仅次于中国。 欧盟成员国合计拥有

３ 块多金属结核矿区和 ３ 块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并通

过参与国际海洋金属联合组织进一步介入多金属结核

资源勘探。 日本长期重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在推进

本国专属经济区内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同时，积极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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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国 ／组织持有的国际海底矿区数量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ＳＡ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划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持有 ２ 块国际海底

矿区［１８］。 此外，基里巴斯、牙买加、瑙鲁、汤加、库克群

岛、新加坡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持有 １ 块国际

海底矿区。 中国目前拥有 ５ 块国际海底矿区，总面积

约 ２３．４８ 万 ｋｍ２，在矿区数量、控制面积以及矿种覆盖

范围方面均居世界前列，是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布局最

完整的国家之一［１９］。

２　 深海采矿国际规则演进

２．１　 深海采矿国际治理体系

随着海洋探测与开发技术持续进步，人类对深海

环境和海底资源禀赋的认知不断深化，深海矿产资源

所蕴含的战略价值日益受到重视。 为在未来深海资源

开发格局中取得有利位置，部分国家围绕国际海底区

域内资源开发展开积极布局，形成了以获取国际海底

区域资源权益为核心的“蓝色圈地”运动［２０］。 １９８２ 年

通过的《公约》对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属性、治理架构

和资源开发制度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制度设计。 根据

《公约》规定，国际海底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

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其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任何国家不得对国际海底区域或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

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 在此原则基础上，《公约》设

立 ＩＳＡ，由其代表全人类管理国际海底区域内矿产资

源相关活动，以保障深海资源开发的公平性、秩序性和

全人类共同利益。 同时，《公约》确立了“平行开发制”
这一特殊制度安排，允许 ＩＳＡ 通过其企业部直接从事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活动。 此外，缔约国及其担保

的企业、自然人或法人也可在符合规则要求的前提下

参与勘探开发。 该制度既体现了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原则的维护，也为缔约国参与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开展

技术合作与利益分享提供了制度基础。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为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深海采矿中不同的利

益诉求，ＩＳＡ 围绕缔约国费用体制安排、决策机制、深
海采矿环境保护等九个核心议题，通过《执行协定》，
进一步完善了深海采矿国际治理制度体系，对规范国

际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公约》以及《执行协定》的相继生效，表明国际社

会围绕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开发所形成的基本制度框

架初步建立。 作为负责组织和管理国际海底区域内资

源开发的专门机构，ＩＳＡ 承担着相关活动的规则制定

与制度完善的重要角色，根据深海采矿活动全生命周

期，目前已经形成涵盖勘探、采矿环境的规章体系，以
实现对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活动的规范管理。 国际

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规章制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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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规章制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年份 类型 名称

２０００ 勘探规章 《“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与勘探规章》
２０１０ 勘探规章 《“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与勘探规章》
２０１２ 勘探规章 《“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与勘探规章》

２０１６ 开发规章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和标准合同条款
初稿》

２０１７ 开发规章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２０１８ 开发规章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条例修订草案》

２０１９ 开发规章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条例修订草案》的附加
标准和准则草案

２０２３ 生态环境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协定》

２０２４ 开发规章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条例修订草案》 单一
案文

２．２　 深海采矿开发规章谈判进展

为实现深海矿产资源的商业化，各国积极推进深

海矿产资源勘探、采集与环境监测等关键技术研发进

展，进而推动了全球深海矿业由实验探索和技术可行

性验证阶段向商业化开发阶段的加速过渡。 在这一过

程中，能否及时有效地制定与落实开发规章，已成为国

际海底区域内深海采矿进入商业化开发的关键制度前

提。 其重要性不仅仅是维护承包者的投资收益预期和

担保国的制度性权益，更在于通过构建公平、有序且可

持续的资源开发机制，保障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活

动在国际法框架下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并推动人

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实现［２１］。
目前，国际海底区域内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规章已

经历多轮起草、审议与修订。 ２０１１ 年，在国际海底管

理局第 １７ 届会议期间，斐济代表团提出应加快推进深

海矿产资源开发规章的制定进程。 ２０１７ 年，ＩＳＡ 正式

发布《“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以下简称

《开发规章草案》），并将开发规章制定列为此后三年

的重点工作，原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前完成相关规则体系的

制定程序。 此后，ＩＳＡ 又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发

布修订文本，在规则结构、程序安排和制度内容等方面

持续推进完善。 ２０２０ 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ＩＳＡ 理

事会主要通过静默程序对《开发规章草案》进行逐条

审议，相关谈判和文本推进速度有所放缓。 ２０２１ 年，
瑙鲁依据《执行协定》触发所谓的“两年规则”，即在成

员国提出请求后，ＩＳＡ 应启动开发规章制定工作，并力

争在两年内完成相关规则、规章和程序；若期限届满仍

未形成完整开发规章，ＩＳＡ 仍可能需要在规则尚不完

备的情况下审议承包者提交的开发工作计划。 瑙鲁表

示，其担保的承包者拟在两年后申请国际海底区域内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工作计划，并要求 ＩＳＡ 尽快制定和

通过批准开发工作计划所必需的准则、规章和程序。
总体来看，《开发规章草案》的制定已持续十余年，并
在制度框架和文本内容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在利益

分享机制、承包者权利保障、担保国责任边界等方面仍

存在较大争议和完善空间。
国际海底区域内开发规章的制定不仅是深海矿产

资源商业化开发的制度基础，也直接影响全人类对国

际海底区域资源权益的实现方式。 国际社会有必要在

《公约》及《执行协定》确立的法律框架下，进一步完善

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管理机制、程序规则和责任体

系，逐步形成涵盖探矿、勘探与开发全过程的深海矿产

资源开发政策与规则体系。
２．３　 深海采矿国际规则争议的主要焦点

１） 环境问题突出。 环境保护是国际海底区域深

海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谈判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之一。
反对或主张暂缓深海采矿的国家及相关主体认为，深
海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强、恢复周期长和科学认知不

足等特征，商业化采矿可能通过海底地貌扰动、沉积物

羽流扩散、噪声污染、生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途

径，对深海环境造成长期甚至不可逆损害［２２⁃２３］。 模拟

扰动研究也表明，小尺度多金属结核采矿试验即可对

深海底栖生物群落产生显著影响，且不同生物类群恢

复能力存在差异［２４］。 支持者则强调，深海矿产对新能

源产业发展和关键矿产供应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严

格环境标准、全过程监测和适应性管理约束下，其环境

影响并非完全不可控，且相较部分陆地矿产资源开发

可能具有一定环境比较优势［２５⁃２６］。 环境保护争议不

仅源于各国对于深海采矿在科学认知上的差异，也深

刻反映了各国在深海采矿领域中产业利益、技术能力

与规则塑造权之间的深层博弈。
２） 利益诉求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在收益分配机制上存在显著分歧［２０］。 尽管《公约》明
确规定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属于共同财产，并要求利益

分配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但在具体分配方案、倾斜幅度

及技术标准等方面，双方仍存在深刻矛盾，导致相关谈

判进程缓慢且博弈不断加剧。
不具备深海采矿技术和资本能力的多数发展中国

家强调，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深海矿产开发所产生的财政收益、技术溢出和发展

机会应在公平基础上惠及全体国家，尤其应兼顾发展

中国家的特殊利益［２７］。 与此相对，具备开发能力且积

极推进商业化采矿的国家及承包者则更关注深海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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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高技术门槛、高资本投入和高经营风险，主张开

发规章应体现商业可行性，通过合理缴费机制、稳定合

同预期和风险分担安排，避免过高制度成本抑制投资

积极性［２８］。 因此，开发规章中的利益分配制度并非单

纯的财政技术安排，而是共同财产原则、投资激励机制

与国际资源治理公平性之间的制度平衡问题，既需要

通过收益分享、能力建设、技术转让和企业部安排等机

制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受益诉求，也需要防止监管

费用、履约义务和财政负担过度转嫁给承包者，从而削

弱商业开发的经济可行性［２９］。

３　 深海采矿国际政策分化与规则竞争
格局

３．１　 支持开发国家的资源安全诉求

作为战略性矿产消费大国，美国在战略性矿产供

给体系中长期面临较高程度的外部依赖。 因此，美国

将深海采矿视为拓展战略性矿产来源并降低供应链脆

弱性的重要路径。 根据 ＵＳＧＳ 发布的《２０２５ 年矿物商

品概要》，美国在 ２０２４ 年有 １３ 种战略性矿产完全依赖

进口。 尤其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战略竞争不断

深化，美国相关战略部门发现，其关键矿产自给能力不

足及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已成

为美国推进产业竞争、技术竞争和地缘战略布局中的

重大挑战。 深海采矿为美国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

化和“去中国化”、补齐这一短板提供了重要条件［３０］。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 １４２８５ 号行

政令《释放美国离岸关键矿产和资源》，试图通过推动

美国企业参与深海采矿、提升本土加工能力等方式，强
化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自主保障能力。 由于美国尚

未批准加入《公约》，其推动深海采矿的单边行动不仅

可能冲击以《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法秩序，也可能

对未来全球矿产资源竞争、供应链重组和贸易格局产

生深远影响。
挪威是首个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开放深海采矿勘

探的欧洲国家，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９ 日，议会审议通过了在

挪威大陆架开辟矿产活动区域的提案，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挪威国王会同枢密院正式决定开放挪威海和格

陵兰海的挪威大陆架区域，用于采矿活动。 挪威作为

海洋资源强国，依托其海洋工程、油气开发和北极治理

经验，将本国大陆架海底矿产勘探视为绿色转型和高

端制造所需原材料的重要保障，但其政策推进同时受

到环境风险、科学不确定性和国内政治制衡的约

束［３１］。 瑙鲁、汤加、基里巴斯等资源国和担保国，通过

担保企业申请、完善国内立法和参与 ＩＳＡ 相关活动谈

判，争取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下获得财政收益、技
术转移和发展权利［３２］。

支持开发的国家并非单纯追求商业采矿收益，而
是围绕关键矿产控制权、产业链重组和国际规则解释

权展开战略布局，推动深海采矿规则竞争由环境治理

议题转向资源安全与制度主导权之争。
３．２　 支持审慎暂停开发国家的环境治理诉求

部分国家主张在科学认知、环境基线和监管能力

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应以预防原则为基础暂缓商业化

开采，优先构建更高环境门槛和更严格监管标准。 德

国明确提出“预防性暂停”，认为现有科学知识不足以

支撑批准深海商业采矿，并强调应在国际海底管理局

框架下强化环境标准与科研评估；加拿大也支持在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暂停实施商业海底采矿，理由是

环境影响认知和监管制度尚不完备。 葡萄牙则进一步

通过国内法确立至 ２０５０ 年暂停安排深海采矿，体现出

将海洋保护、气候政策与可持续蓝色经济相衔接的治

理取向。
３．３　 商业化进程对国际规则供给的制度压力

技术装备的进步发展是应对深海采矿环境问题、
推动商业化开采的重要力量。 现阶段，全球尚未形成

可大规模商业运行的完整深海采矿体系，但采集车、扬
矿系统、环境监测装备和智能化控制技术已取得实质

性进展，技术装备成为推动深海矿业由勘探阶段迈向

试开采阶段的关键变量［３３］。 从企业实践看，加拿大的

ＴＭＣ 与瑞士的 Ａｌｌｓｅａｓ 在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开展了

多金属结核采集与管道提升试验，成功将数千吨结核

运输至海面，显示出深海采集、扬矿和水面支持系统的

集成能力已明显提升；比利时 ＧＳＲ 的 Ｐａｔａｎｉａ Ⅱ预原

型采集车在约 ４ ５００ ｍ 水深开展海试，并推动了关于

沉积物羽流扩散、海底再沉降和环境监测方法的实证

研究［３４⁃３５］。 除传统履带式采集和管道提升取得实质

性突破外，美国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ｓ 等企业提出基于自主

水下机器人、机器视觉和机械臂的选择性结核采集方

案，试图通过降低海底扰动、避让大型底栖生物和减少

沉积物羽流影响，回应环境合规要求；相关研究也表

明，不同深海采矿技术路线在采集效率、海底扰动、羽
流扩散和环境风险方面存在差异，因而需要差异化的

监管标准［３６］。 企业的技术试验和商业许可申请已经

不单是产业层面的市场行为，而是正在转化为对 ＩＳＡ
规则供给的制度性压力。 开发规章必须尽快回应设备

准入、环境影响评价、实时监测、试开采边界、责任分配

和商业合同审批等问题。 可以看出，随着企业技术成

熟度和资本投入持续提升，深海采矿国际规则谈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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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从原则性规范讨论转向可执行、可审查和可追责

的监管制度建构。

４　 中国参与深海采矿面临的挑战与
应对策略

４．１　 中国参与深海采矿的基础与优势

作为《公约》的重要缔约国，中国长期深度参与全

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并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

发领域持续参与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依托深海探测

技术、海洋工程装备和大洋科考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

已累计开展近 ９０ 航次大洋科学考察，逐步取得涵盖多

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 ３ 类资源的国际

海底勘探合同，成为目前世界上少数同时布局 ３ 类深

海矿产资源开发、并在国际海底区域持有 ５ 块专属勘

探矿区合同的国家之一，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探领

域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先发优势。 已有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所持 ５ 块国际海底矿区具有较高资源潜力，其中

仅多金属结核资源量即达 １８ 亿 ｔ 左右，所含锰、镍、钴
等关键金属资源规模可分别满足中国现阶段约 ４４ 年、
２０ 年、５８ 年的消费需求［３７］。 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

矿区布局不仅拓展了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潜在供给空

间，也为未来提升关键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深海技术装备能力是支撑深海矿产资源勘探、评

价与开发利用的基础前提。 经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工程

实践，中国已初步形成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
龙”系列遥控无人潜水器和“潜龙”系列自主无人潜水

器为核心的深海探测与资源调查装备体系［３８］，深海装

备发展路径也由早期的关键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逐步

转向自主研发和系统集成创新［３９］。 相关技术突破不

仅提升了中国对深海资源环境的认知能力和作业能

力，也为深海科学研究和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装

备支撑，同时，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在“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下推动深海资源和平利用与合作治理的实践

取向。
４．２　 中国面临的主要风险

１） 国际监管框架的不确定性、环境影响与国际反

对。 一方面，ＩＳＡ 开发规章谈判已持续多年，各方在利

益分配、环境保护、责任机制和监管权限等核心议题上

仍存在显著分歧。 尤其是美国未加入 ＩＳＡ，可能通过

国内法或单边许可推动深海采矿活动，进而加剧国际

海底治理的制度碎片化，进一步使中国的国际合作复

杂化。 另一方面，环保组织与科学界对深海生态系统

的脆弱性、不可逆损害风险和科学认知不足保持高度

关注，主张在环境基线调查和生态影响评估充分完善

之前，暂缓乃至暂停商业化采矿活动。 中国代表在

ＩＳＡ 谈判中反对设立独立环境监管委员会和严苛惩罚

性条款，主张在“规则不足”时优先推进资源利用，并
对《开发规章草案》中环境限制条款提出异议，此立场

与部分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谨慎原则可能形成

冲突。
２） 技术和经济上可行性约束。 深海采矿通常需在

４ ０００ ｍ 乃至 １１０００ ｍ 级深海高压、低温及复杂海底地

形条件下开展作业，对采矿装备、扬矿输送系统、海底

定位控制、环境监测与风险预警体系均提出了更高技

术要求。 尽管中国深海采矿的装备技术体系已经初步

形成，但面向规模化、连续化作业的商业化开采技术总

体仍处于试验验证阶段，关键装备的可靠性、稳定性和

系统协同能力仍需进一步检验。 同时，深海采矿项目

通常伴随高额的前期研发投入、装备制造成本和长期

运营维护支出，其商业收益受矿产品价格波动、开采效

率、环境合规成本和国际规章不确定性影响较大，商业

化开采的经济可行性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
４．３　 中国应对策略

１） 积极参与 ＩＳＡ 规则制定。 应充分发挥中国在

ＩＳＡ 中的影响力，推动国际海底区域深海矿产资源开

发监管框架尽早形成，并促使相关制度安排在资源开

发效率与海洋环境保护之间实现合理平衡。 倡导构建

兼具开发可行性与环境约束力的规则体系，在允许深

海采矿活动有序推进的同时，设置科学、严格且可操作

的环境准入标准，以回应国际社会对深海生态风险的

关注。 积极参与谈判过程，围绕“严重损害”界定、环
境影响评价程序、监测与责任机制、收益分配制度等关

键问题积极提出方案，维护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

开发与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合法权益。
２） 加强国际合作与外交。 与支持深海采矿的国

家（如挪威、太平洋岛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推

动行业发展。 与反对深海采矿的国家（如德国、加拿

大）进行对话，寻求共识，强调深海采矿对清洁能源转

型的必要性，同时承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 避免在

争议水域进行敏感活动，以减少法律和外交风险。 通

过 ＩＳＡ 框架，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太平洋岛国）从
深海采矿中获得公平利益，分享技术和知识，促进国际

合作。
３）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与推动商业化进程。 将深

海科技纳入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扶持范围，加大研发力

度，短期聚焦自主水下机器人（ＡＵＶｓ）和远程操作水下

车辆（ＲＯＶｓ）等自动化设备的改进，开发并推广环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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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型采矿技术，以提高采矿效率和降低环境影响。 中

长期侧重深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快

试验性采矿测试进程，并借鉴国际经验，营造深海采矿

创新生态，尽早实现深海采矿商业化。
４） 巩固市场地位与供应链安全。 通过 ＩＳＡ，争取

并维护我国在深海采矿探索和开发中的优先权，确保

对镍、钴、锰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长期供应。 加强对深

海矿产资源的加工和提炼能力，延续中国在全球矿产

资源供应链中的领先地位。 同时，投资回收技术和开

发替代材料，减少对新矿开发的依赖，降低环境和地缘

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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